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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提高社会流动性是实现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通过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构建了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图，最终提出促进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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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social mobility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e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mo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n, then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would affect social mo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they are political factor, economic factor, education and social factor, and then build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odel of social mo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Break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promote the mobility;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pd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just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o enhance social mobility;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inish educational equity; 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o increase the labor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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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中高速、次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1]。王庆[2]结合中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分析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较低的增长和相对较高的通胀共存的现象。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转型时期，其特点主要有：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转变，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还与多种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且与产能过剩、增速换挡等相交织[3]。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官方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4]，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增长出现徘徊甚至停滞，难以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变，孔泾源[5]、谈建军[6]等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目前“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日渐凸显。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流动性是关键因素，社会流动性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调整和变动，是个体、群体或代际从一个阶层、职业、地域向另一个阶层、职业、地域的转变过程，反映出社会结构在动态上的重组过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转为效率驱动，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加密切，只有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社会成员才有动力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努力工作和积极创新，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高社会流动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从反面来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关键在于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固化[7]1。因此，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具有必要性，本文尝试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理，以期对促进二者的良性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社会流动一直是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在于对流动理论的探索和对客观流动现象的分析，社会流动的概念最早是由P.A sorokin提出的，他认为社会流动是处在不同阶层中的人口进行交换，即个体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移动。Lipset S M & Bendix Reichard[8]也持有相似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分析社会流动时的重点应该是处于社会系统中的个人从原先的职位向更高职位或更低职位的流动。Peter Saunders[9]将社会流动划分成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四个方面。龚维斌[10]指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表现为一部分人退出某一阶层同时另一部分人补充进来，所以当社会位置出现空缺时才会产生社会流动。王宝玺[11]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阐述社会流动性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的改变，其本质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变更。庄西真[7]1从代际影响的角度提出社会流动性指是上一代人的地位、收入和教育等对下一代人地位、收入和教育的影响程度，且这种影响程度与社会流动性成反比。李许单[12]将职业流动定义为个人在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职业之间的流动，即个人获得新的职业地位的过程，并从流动方向的角度将职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从个体的流动意愿的角度将职业流动分为自愿性流动和非自愿性流动。现有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流动性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目前社会流动性的研究重点偏向于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和地位上的流动，且尚未形成较为明确和统一的划分标准。

另一方面，经济学界对经济现象做出了许多描述和总结，尤其对经济增长作了大量分析和研究。Tuomas Malinen[13]根据各国收入分配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长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会阻碍长期经济增长。Barron and X.Sala-i-Martin[14]利用回归方法得出公共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的结论。Benhabib and Spiegel[15]指出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主要来源于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机制是影响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率和吸收国外新技术的速度。Acemoglu [16]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制度先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政治和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刘伟[17]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趋势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根本是将经济增长由短期扩张转变为长期可持续，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要素效率。刘瑞翔[18]等人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此外，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沈利生[19]测算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出目前我国必须提高消费的拉动作用，使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陈锐[20]结合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起一种促进科技和创新的内在的稳态的增长机制。这些研究都鲜明地揭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借鉴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联系，并作了相关研究，这为分析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参考。早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显著的社会流动性就对工业社会的兴盛产生了明显的作用[21]。Benjamin M. Friedman[22]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促进公民承诺和民主精神。Alfred Marshall[23]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垂直流动高度相关。Daron Acemoglu[24]研究指出精英社会作为一种低流动性的社会形式，不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精英阶层之外的社会成员缺乏流动机会，抑制其对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缺乏活力。T.R.Malthus[25]认为生活中存在阶层上下调整的可能，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进行的活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表明了社会流动性对社会经济的繁荣的影响。蔡洪滨[26]区分了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动态不平等主要是指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阶层固化，并指出这就是长期经济增长受阻的关键，并根据Hertz、Tom[27]等人提供的跨国数据作出了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唐世平[28]认为社会流动渠道通过调控地位市场的激励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并将社会流动渠道作为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认为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廉晓梅[29]通过分析区域间的人口流动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区域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王桂新[30]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划分，分析其外来人口的流动状况，认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朱韵洁[31]等人分析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客观负效应，即流动人口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成本，而实现经济效应最大化的基本途径是减少流动人口的外部不经济。当前关于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对于二者之间的互动机理研究仍需加强，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状况的现状，进一步探讨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原理，以期为促进二者更好地相互作用提供借鉴。

    3.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3.1 社会流动性现状

3.1.1 垂直流动

本文中将垂直流动定义为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上的变化情况，包括从较低的社会地位转向较高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和从较高的社会地位转向较低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近年来我国社会流动被阻滞的现象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源向上层聚集，影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社会成员在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时不仅受到教育、个人努力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还明显受到社会关系、父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的作用，影响其正常的公平的社会流动渠道。我国目前的阶层流动性减弱，中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减小，Deng [32]等人根据CHIPS1995和2002的城市数据测算出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7和0.53，这显示出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减弱的趋势，李力行、周广肃[33]根据CHIPS数据所测算出的1995年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弹性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父辈在职业、收入和教育方面对子代的影响显著，而且这种代际传递趋势呈加强态势，其本质是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趋势加强，具体表现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降低、职业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固化。

3.1.2 水平流动

本文中将水平流动定义为社会个体或群体在空间位置上的水平流动，即区域流动。如下表一所示，2009年至2014年，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就业人口增长17.97%，同期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2004年至2014年，城镇人口从54，283万人次提高到74,916万人次，占总人口比重增长13.01%，活跃的区域流动能够调节人力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性差异更加明显，人才分布的不合理进一步加剧。对流出地而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即农村劳动力显现不足，土地搁荒、农业生产设施失修等资源浪费现象等。对流入地而言，大量人口的流入加剧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居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在承受较高的生活成本的同时难以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医疗保健福利、子女受教育、购房等多个方面，同时还容易滋生不良的寻租行为。2013年和2014年的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为2.45亿和2.53亿人次，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也带来了社会管理上的压力，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表一：2009年~2014年我国城乡就业人口统计情况（万人）

	指标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城镇就业人员
	33,322
	34,687
	35,914
	37,102
	38,240
	39,310

	乡村就业人员
	42,506
	41,418
	40,506
	39,602
	38,737
	37,943

	农民工人数
	22,981
	24,223
	25,278
	26,261
	26,894
	2,739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3.1.3 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指社会成员在不同职业间的流动情况，即职业角色的转换。如下表二所示，2006年至2013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加，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第一次超过第一产业，反映出近年来社会群体在从事的产业类型（或者说是职业类型）上的流动频繁。另一方面，目前社会成员在职业流动时受到家庭背景、性别、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阻碍，并不能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在不同的职业间自由流动。从个人角度来说，受教育程度和从业经验是影响职业流动难易程度的重要因素，高素质的员工更容易实现社会流动，这就给教育程度低的社会成员设置了职业流动的障碍。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户籍制度的存在深刻影响了农村居民获得非农职业的机会。此外，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离开原来的职业岗位意味着放弃与原职位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职位流动的经济成本，对职业流动产生一定的阻力。

表二：2006年~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情况（%）

	指标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第一产业
	42.60
	40.80
	39.60
	38.10
	36.70
	34.80
	33.60
	31.40
	29.6

	第二产业
	25.20
	26.80
	27.20
	27.80
	28.70
	29.50
	30.30
	30.10
	30.0

	第三产业
	32.20
	32.40
	33.20
	34.10
	34.60
	35.70
	36.10
	38.50
	40.7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3.1.4 国内外流动

    国内外流动包括境内外定居、学习、旅游等人口流动现象。如下表三所示，2008年至2014年，我国国内外流动频繁，我国出境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每年来华旅游的人数呈波动状态。从我国海外移民总量上来看，2000年为549万人，2010年为876万人，2013年为934万人，加之对比出国留学和学成归国的人数，每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数明显少于出国留学的人数，反映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海外流失现象，且目前存在着显著的移民赤字，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是不利的。此外，通过分析2005年～2014年10年间的来华留学数据和申请特性，过去10年来华留学人数一直持续增长，2014年来华留学人数将近38万，但来华留学人数增速出现放缓趋势。其中，2013年和去年增速分别为8.58%和5.77%，连续两年增速下降。相比于2005年27.27%的增长率，来华留学人数已经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表三：2008年~2014年我国境内外学习、旅游人数统计情况（万人）

	指标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出国留学人员
	17.98
	22.93
	28.47
	33.97
	39.96
	41.39
	45.98

	学成回国留学人员
	6.93
	10.83
	13.48
	18.62
	27.29
	35.35
	36.48

	入境游客
	13003
	12648
	13376
	13542
	13241
	12908
	12849

	国内居民出境人数
	4584
	4766
	5739
	7025
	8318
	9819
	11659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3.2 经济增长现状

一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水平较高的状态，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9.5%以上，但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如下表四所示，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经济总体上呈现较快发展水平。从数值上看，2008年至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上升，但2012年~2014年GDP增速连续三年低于8%，且2010年~2014年，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于去年同期的增长率呈明显的下滑趋势，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高点12.38%下降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7.35%。这说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趋向回落，旧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从三次产业的增长情况来说，从2004年至2013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3%，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3.7%，同期第三产业则显示出较强大的拉动力，其对GDP的贡献率上升了约6.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作用日趋明显，三次产业的结构也在继续调整优化中。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不足，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依存性的增长，即主要依靠对外出口和投资拉动，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需严重萎缩和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失速”风险增大。此外，我国在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取得根本性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情况依然严峻，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消耗量大、浪费普遍，加之我国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的利用率不高，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利的，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我国长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表四：2008年~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情况
	指标[image: image1.png]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314,045
	340,902
	401,512
	473,104
	519,470
	568,845
	636,463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9.63
	9.21
	10.45
	9.3
	7.65
	7.67
	7.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4.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4.1 提高良性的社会流动性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阶层、职业或者地区上的转移现象，或者是其社会归属的属性的改变。当社会流动性较高时，可以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即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努力工作、积极创业等多种渠道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进行创新和努力工作，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有利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当社会流动性减弱时，社会成员的流动渠道缩小、流动机会减少，社会资源被长期限制在相对固定的阶层、群体和区域之内，社会利益固化，不利于阶层、职业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源交流，难以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当社会流动逐渐减弱时，父辈的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对子辈的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起着更加明显的决定性作用，代际继承性增强，将造成长期的动态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虽然社会流动性的显著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波动的不稳定现象，但最终会回归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保持较高的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机会的动态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4.2 长期经济增长是良性的社会流动性提高的契机

社会流动的驱动因素有很多，其直接原因是社会阶层、行业、地区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由于差别的存在，使得社会成员进行相应的流动，实现向等级高、条件好、资源占有丰富的阶层、职业和地区的转移。但社会流动性的根本驱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产业和科技的革新和升级，实现新的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淘汰落后的行业和生产方式，产生先进的技术和增长方式，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重组和社会分布的改变，即增强了社会流动性。长期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职业的优化、生产方式的升级，对社会整体的结构和分布具有显著的引导，同时从长期来说，经济增长要求社会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阶层和地区的分布更加合理公平，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得到改善，这给社会成员在地区间、阶层间和职业选择上进行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契机。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实现可持续性，必须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长期经济的健康增长。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下图一所示：


    5.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

    5.1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互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5.1.1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政治因素分析

为了实现社会合理流动性的提高和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重视相应的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监督制度、管理制度等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我国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社会呈现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且社会资源在城乡的配置上不平等，对农村居民的向上流动设置障碍，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出现明显差距，尚未实现其均衡发展。此外，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完善，市场对劳动力的调节能力仍需改善，对社会流动的管理制度应旨在最大程度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公平合理的流动机会和渠道，满足社会成员的流动愿望，并且调节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5.1.2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分析

一方面，代际流动受到技术变化的很大影响[34]。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比例改变，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改变了职业的分布，大大加强了社会的职业流动，同时这种产业的调整和科技的进步显著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累积和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也对劳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刺激社会成员努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适应市场要求。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显著影响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增加社会经济的活力，但收入差距过大时，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差距易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流动困难增加，且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的限制，难以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将降低社会的合理流动性，同时也会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5.1.3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教育因素分析

教育通过培养人为社会输出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教育公平不仅是现代化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当教育公平时，每个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教育途径最大程度的实现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更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为自己从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阶层流动创造条件，此外，教育公平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公平的学习和培训机会，有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和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反之，不公平的教育的存在，将会造成社会成员在知识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从长期来看，教育的不平等导致教育在城乡、地区和阶层上发展的不平等，难以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和支持。

5.1.4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分析

一方面，社会流动性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或封闭的重要标准。当社会结构相对封闭时，社会流动的渠道受到限制，流动的机会减少，社会流动机制更多地受先赋性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的能动性因素被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减弱。反之，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之下，社会流动的机会增多，社会流动活跃，社会成员的自致性因素得以发挥作用，从长期来看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社会公平体系是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社会公平有助于实现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主导地位，为各社会阶层的人员流动提供契机，有助于形成良性开放、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同时社会公平体系是缩小发展差距、平衡区域分配、实现长期增长的必要保证。

    5.2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分析
    根据对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从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四个角度出发，将其细分成政策制度、科技、收入差距、教育公平、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这六个角度展开具体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共同作用于社会流动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使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形成一个动态的互动关系。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动态机会，在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社会成员为了向更高的社会等级流动，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新，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力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这都将反映在长期经济的增长状况上。如图二所示，即表现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图。




6.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

6.1 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

破除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健全和完善社会制度，不仅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制度，消除依附于户籍之上的福利、权利等不平等，政策、资源向农村合理倾斜，建全覆盖城乡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制度规范的、健全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保证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自由流动机会。其次，放宽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使各种教育层次、收入水平、阶层等级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能够得到相对平等的进入机会，给予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平台和可能性。最后，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保障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同时调整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均衡化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相对公平。

6.2 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

继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科学调整和规划，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我国产业机构的转型升级，将经济发展由一、二、三产业协同拉动转变，在大力发展制造业、服务业的同时也强调第一产业的发展，通过科技的创新和进步加快第一产业的先进化和科技化，从而将劳动力合理分配到各国行业中，引导调整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的合理流动和最大程度地利用人力资源。同时要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加大科研经费和教育投入，除此之外，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教育是人才的基础，并且继续完善人才管理机制，为高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同时，需要完善科研单位的管理制度，竞争制度，奖励制度，鼓励科研和创新。通过科学技术为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6.3 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必须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在保证社会流动性的同时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活力。首先，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提升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拓展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渠道，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分配比例，将最低收入控制在合理水平之上。其次，政府应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通过二次分配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实施合理的收入税收制度，从而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最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平衡。严格执行国家“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福利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6.4 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主要手段，教育公平是增强社会流动性最切实有效的途径。我国目前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阶层差距，必须逐步改善教育资源在地区、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分配，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调整教育资源的投入比重，同时对农村、西部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弱势地区实行合理的政策倾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和支持力度，扩大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师资力量的投入，改善教育经费的分配，从而保证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相对公平，加快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逐步实现我国教育公平在地区和城乡发展的平衡性，通过教育公平增强我国社会流动性，同时有利于实现为我国社会人力资本整体提高，从而促进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6.5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改善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的适应性，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政府应调整物质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格局，将投资重心由物质投资向人力资本投资适当转移，比如教育和健康，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注重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个人要加强自身文化资本的投资、建设和积累，个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学习观，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出现偏差，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阻碍，也难以满足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7. 小结

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发现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受到政策制度、收入差距、科学技术、教育公平、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继而提出应该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这五点建议，以实现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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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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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较高的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长期经济增长为社会流动性提高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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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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